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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安全与“一带一路”
矿产资源风险应对

于宏源１

（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 矿产资源对于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

度大，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易受到资源贸易、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经济等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矿产资源生产国，与中国资源合作进展迅速、合作潜力巨大。 但存

在着国内政治、法律、民族主义和大国地缘博弈等风险和挑战。 对此，中国需要切实推进“一带

一路”资源外交与相关国际制度、合作平台建设以及具体项目落实，通过资源合作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矿产资源；一带一路；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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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能源—粮食—水的三位一体安全机制研究” （１６ＡＧＪ００６）阶段性成果。 也是地质调查发展路线

图与管理政策研究项目（ＤＤ２０１６００８７）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于宏源（１９７４—），男，山东烟台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全球治理、资源政

治外交。
①　 战略资源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对经济发展、国防安全和基本民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然资源，包括油气、粮食以及煤炭资

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建材非金属、化工盐湖矿产和核能资源等矿产资源。 本文研究的矿产资源主要是同我国社会经济与国防密切相

关的煤、铁、铜、铝、钾等矿产资源。 关于战略资源的概念参考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世界矿产资源年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地质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
②　 美国跨国矿业公司就有效利用了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和技术合作项目，打开了资源投资和贸易通道。

矿产资源①作为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中重要

的原材料之一，主要包括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

非金属矿产等。 对一国而言，矿产的国内供应

量、进口供应链的稳定程度以及该国对外部威

胁的认知决定了获取矿产对于一国安全的重要

程度。 资源国际合作包含了各种能源与矿产的

地质勘探、生产开采、产品深加工、市场贸易、过
境服务、物流运输等诸多专业层面的外交活动。
一国的矿产资源安全形势与该国与主要矿产供

应地的政治、经济、地缘关系密切相关。 在较长

的历史时期中，工业化国家通过多种战略行动，
包括军事控制、外交支持、政体变更和扶植政治

代理人、支持跨国公司海外资源勘探和开发等，
试图加强对资源产地的控制。 虽然在“二战”结
束后，市场力量通过控制定价权、建构相关国际

规则等方式在维护国家资源安全中发挥了越来

越大的作用，但国家通过地缘政治活动进行资

源外交仍是维护资源安全的关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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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涵盖西亚与北非、中亚、俄
罗斯及东欧地区，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矿产资源

储量丰富①，与我国矿产资源合作潜力巨大②，前
景广阔。 因此，以互联互通项目促进资源基础设

施投资，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资源贸易的

发展，对于促进沿线国家与我国互利共赢，优化

我国的资源供应系统有着深远的意义。 但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投资环境复杂，时常出

于地缘政治利益考量而调整出口方向和供应链，
这为相关合作增添了风险。③ 针对此，中国需要

切实推进“一带一路”资源外交与相关国际制度、
机制建设，推动与政治友好关系国进行战略矿产

资源合作。 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定协调机制、贸
易机制、战略性资源安全预警评估机制，提升我

国在资源金融上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运作能力，
并助力“一带一路”资源外交的稳步推进。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

矿产资源合作的潜力

１．１　 我国的矿产资源安全形势

一国经济、国家安全与民生福利受到矿产

资源可获得性的重要影响。 因此，资源富集国

的矿产资源政策以及相关的矿产贸易、投资活

动也往往具有地缘政治意义。 工业化进程中，
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争夺始终是政治和经

济发展的焦点。 西方地缘政治学说认为，资源

由权力、战争、贸易主导，其核心是海外资源和

海洋运输。 １９ 世纪，工业化增加了对进口材料

的依赖，西方强国进而加紧控制其所需的原材

料，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在政治意识形态

方面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帝国主义争夺。 不断增

大的资源供给依赖性这一弱点是冷战期间对资

源的战略性思考聚焦的关键，还要考虑对重要

资源获取权的争夺而产生冲突的可能。 在对资

源安全和战略资源优势的调查中，工业化国家

继续采取不同的行动，包括在开发地点附近和

海洋航道的军事部署，对战略资源的储存，外交

支持，炮舰政策，在生产国维持类似政体的代理

人战争或政变，除此之外，还有对跨国公司和于

自身有利的国际贸易协定的支持。 地缘政治的

论述和资源竞争的实践不仅规定在国际层级

内，而且也在次国家层次内，尤其是关于非殖民

化过程后继续存在的领土遗产和它因资源竞争

而产生的影响。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相关论述和

实践的关注点也开始包括由人口增长、环境恶

化和穷国的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政治不稳定所造

成的潜在威胁，这导致了对国家安全的重新定

义。 通过对全球变暖、环境增长的极限和与南

方环境资源稀缺所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不稳定的

讨论，随后对环境安全的定义逐渐反映了全球

矿产资源相互依赖的观点。
从全球矿产资源安全来看，近十年来，中国

成为世界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随着中

国经济转型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全球

资源需求增速放缓，资源供需矛盾将出现阶段性

缓解，铁矿石等一些矿产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局

面。 虽然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仍是世界资

源需求第一大国，但其资源消费占比将有所下

降。 东盟和印度将成为未来全球矿产资源需求

增长的主要拉动者。 然而，从长期趋势看，世界

资源需求持续增长的总体态势不会改变，且供需

方分离的格局将越演越烈，这对我国的资源安全

构成了挑战。 目前，除了美洲基本实现资源供需

体系在地域上的一体化整合之外，亚洲和欧洲这

两大经济区域的资源供应都在地域与资源供应

地上存在分离。 这种资源需求国与供应国空间

上的分离和资源供应地集中度与消费市场集中

度的不断增大，加上资源民族主义与市场垄断加

剧、资源的金融化和市场炒作不断加强等因素，
加剧了资源供应体系的不稳定性。 此外，从全

球资源治理角度来看，国际矿产资源市场价格

剧烈波动、金融投机、矿产资源价值链分配不合

理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不断凸显，也给全球

２５

①

②

③

顾海旭、荣冬梅、刘伯恩：“‘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矿产

资源战略研究”，《当代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 期，第 ６ 页。
６４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矿产品贸易密切度在 ７５％

以上的国家有 ２５ 个。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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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供应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虽然短期中国资源消费增速有所波动，但

中国资源消费大国的地位不会改变。 这是由世

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决定的。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战略矿产资源的消费

和进口数量迅速增加。 全球矿产资源消费重心

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 资源消费与经济发展、
人口增长息息相关。 在中国经济崛起和发展的

带动下，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资源消费进入新的

增长期并在数量上达到空前高度。 林毅夫认

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多年内将持续发展并可

能维持 ８％的增长速度；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全

球战略资源的需求将始终保持大规模持续增

长，因此使中国在全球战略资源的消费中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２０１１ 年，中国的锌、锡消费

量接近全球消费总量的 ９０％，铜、铝、铅等的消

费量也将近或超过全球总消费量的 ４０％ （见

图 １）。② 中国已成为若干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重

要进口国和消费国，其资源安全对世界市场依

赖严重（见图 ２）。 但是，由于国内诸多种类矿

产的可开采储量不足、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

格形成机制的话语权有限以及对海外资源富集

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相对有限，使得中国在

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出现波动、矿产富集区发生

政治经济动荡之时，面临较高的风险敞口，进而

对国内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形成负面影响。③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矿产资源存在“贫
杂细散”的特征，人均可开采储量远低于国际平

均水平，例如，铁矿的经济可采量只占储量的

６％，小型矿床占 ９６％，贫矿占 ９７％，中国铁矿的

平均成本是澳矿开采成本的 ２ 至 ３ 倍。④ 因此，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需要国际矿

产资源，中国须倍加珍惜利用战略机遇期，最大

限度运用全球资源，未来把主要精力放在谋划

国际矿产资源上。 同时，对国际资源的合理运

用也有利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

于我国淘汰一批高成本、高污染的矿山。
具体而言，中国的资源安全挑战主要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资源的短缺性挑战，表现在过

大的消费量和依存度（见表 １）。 在中国工程院定

图 １　 ２０１１ 年中国战略矿产消费占世界份额　 单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整理，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Ｕ． 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３。

图 ２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主要矿产进口分布⑤（笔者自制）

义的 ４５ 种战略矿产中，中国短缺或不能保证自给

的多达 ２７ 种，而且一半以上依赖进口。

表 １　 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及主要进口来源

矿产资源品种 对外依存度 主要进口来源

铁矿石 ８４％ 澳大利亚（依存度接近 ６０％）、巴西

铝土矿 ５５％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４３％进口依存

度）、印度

铜矿 ６９％
智利（１７．３％进口依存度）、秘鲁、蒙

古、澳大利亚

钾肥 ５１％ 加拿大、俄罗斯联邦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海关 ２０１７ 年主要进口大宗商品数据

整理。⑥

第二，资源在供需方面的双重挑战。 中国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毅夫：“中国经济未来 ２０ 年有潜力年增 ８％”，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１１ ／ ｃ＿１１８９２７８２０．ｈｔｍ。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编： 《世界战略资源年评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地质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０ 页。

王安建等著：《全球能源供需格局研究》，地质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２－２３ 页。

同②，第 ９６ 页。
笔者根据中国海关 ２０１４ 年主要进口大宗商品数据整理，

中国海关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ｔａｂｉｄ＝ ９３６８。
笔者根据中国海关 ２０１７ 年主要进口大宗商品数据整理，

中国海关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ｔａｂｉｄ＝ ９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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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种、质量和数量上的依存度和集中度都在

增加，中国铁铜铝进口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和

南美。 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主要需求方为中

国、日本、东盟和印度，主要供应方为中东和澳

大利亚，两者相互供需分离格局将是全球战略

性资源供应的主要形态。 同时，中国除了要面

对海外资源供应地政治风险的挑战之外，还要

面临“新重商主义”和“中国资源威胁论”等西

方舆论的长期围攻。 这无疑加大了中国海外资

源供应链的不稳定性。
第三，中国是国际资源体系的后来者，既面

临西方主导的国际资源市场份额分配格局与我

日益扩大的消费地位的矛盾，又面对西方设计的

资源游戏规则与我国融入能力的矛盾。 苏珊·
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将其提出的结构性权力

看作四种权力，并通过这四种结构的特定关系产

生影响。 这四个方面互相影响并相互依赖，是一

种牢固的相连结构，共同支持了矿产资源安全：
从矿产资源的金融安全角度看，史刚（Ｇａｎｇ Ｓｈｙｙ）
和鲍勃·布彻（Ｂｏｂ Ｂｕｔｃｈｅｒ）通过对伦敦金属交

易所与上海金属交易所之间铜期货价格的相互

引导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伦敦金

属期货交易所才是铜的国际定价中心。 国际大

宗商品定价受到西方主要跨国公司的影响，如力

拓和必和必拓在铁矿石领域。① 冯鸿玑（Ｈｕｎｇ－
ｇａｙ Ｆｕｎｇ）、梁伟强（Ｗａｉ Ｋ． Ｌｅｕｎｇ）等人对中美

两国间的铜、大豆和小麦三种期货贸易关系的

研究发现②，由于铜和大豆较少受到政府管制以

及进口限制，所以其期货市场价格主要受美国期

货市场的影响。 由于国际政治、期货投机市场以

及供方垄断等原因，中国进口矿产资源经常价格

上涨，致使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降低。 中国

作为全球资源市场的被动接受者和波动受害者，
缺乏基准价格权，只能被动接受战略性资源国际

价格。 在此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战略性

资源消费和进口国，会因国际矿产品暴涨暴跌③

而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的 ５ 年

间，进口铁矿石涨价高达 ４．６ 倍，中国钢企仅因

价格上涨就多支出了 ７ ０００ 多亿元。④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带来资源需求

逐步放缓，矿产资源的需求变化趋势将发生新的

变化，中国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放缓。 此外，
随着能源和产业结构改革优化，中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比重持续上升，新的矿产资源（稀土、锂矿

石、金属钴等）需求上升，传统的铁矿石、铝土矿

等大宗商品需求下降。 另外，中国人口增长率将

持续下降，并在 ２０３０ 年以后出现零增长，人口结

构变化也会影响矿产资源需求。 当前的主要矿

产中，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将逐渐达到峰值，２０２０
年以后，铜矿和铝土矿的消费也会达到峰值，中
国矿产资源供需紧张的局面将得到逐渐改观。
中国将从聚焦国际市场的供应安全，逐步转向更

加重视全球矿产资源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１．２　 “一带一路”国家的矿产资源状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与中国

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行矿业投资对于实现我国资源来源多元化，提高

资源供应的抗风险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对
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而言，资源产品是其国家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发展的早期

阶段。 资源产品不仅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和国

家收入，还能给国内的工业部门提供能源和原材

料（有时处于贴现率的状态），帮助基础设施发

展，并作为经常需要的外汇来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国务院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强调“加
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

发合作”，政府的这一举措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

与“一带一路”国家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
从地理范围上看，“一带一路”包括了来自

亚洲、非洲、欧洲的 ６５ 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全世

４５

①

②

③

④

丁博：《大宗商品定价权与经济安全》，西南财经大学硕

士论文，２００８ 年。
Ｓｔｅｖｅ Ｌａｂ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ｏｄａｙ， “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ｒｏｎ Ｏ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ＢＡ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ｏｌ．９５， Ｉｓｓｕｅ ４，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１９９５，
ｐ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铁矿石现货价格跌破 ４０ 美元 ／ 吨，国内大

部分中小矿山已经停产，而继续生产的国有企业，其税后成本大多

在 ５００ 元 ／ 吨左右，远高于不到 ４０ 美元的外矿价格。
苏振峰：“我国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困境及解决路径探

讨”，《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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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口的 ６３％。 从成矿地质构造来看，这 ６５ 个

国家横跨劳亚、特提斯和环太平洋三大成矿域，
包括西伯利亚陆块、阿拉伯陆块、印度陆块、塔
里木陆块、中朝陆块和扬子陆块等 ６ 个大型陆

块，以及大陆边缘的 ５ 条巨型造山带（北极造山

带、乌拉尔—蒙古造山带、昆仑—祁连—秦岭造

山带、特提斯—喜马拉雅造山带和环太平洋构

造活动带）和挟持其间的陆块。 得益于良好的

成矿背景，复杂的成矿条件，该区域的矿产资源

十分丰富，成为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

地。 西亚地区是世界已探明石油蕴藏量最多的

地区；中国和俄罗斯的煤蕴藏量最高；乌兹别克

斯坦黄金资源丰富；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的重

要产区；俄罗斯库尔斯克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产

资源富集地；东南亚诸国有长达 ２ ５００ 千米的锡

矿带。 顾海旭、荣冬梅、刘伯恩提出，“一带一

路”地区国家属于地理位置中的重要成矿带，资
源勘查开发潜力巨大（见表 ２）。①

表 ２　 “一带一路”国家主要矿产资源情况

地区 国家 矿种 储量 地位

中亚地区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金 １９ ０００ 吨 第 ８ 位

铜 ６００ 万吨 第 １４ 位

铅 １ １７０ 万吨 第 ６ 位

锌 ２ ５７０ 万吨 第 ４ 位

铀 １９０ 万吨 第 ２ 位

钼 １０ 万吨 第 １２ 位

金 １ ７００ 吨 第 １２ 位

钼 ６ 万吨 第 １３ 位

锑 ５０ ０００ 吨 第 ４ 位

北亚

蒙古

俄罗斯

铀 １４０ 万吨 第 １０ 位

钼 １６ 万吨 第 ８ 位

萤石 ２ ２００ 万吨 第 ４ 位

镍 ７９０ 万吨 第 ４ 位

铜 ３ ０００ 万吨 第 ６ 位

铝土 ２ 亿吨 第 １３ 位

锑 ３５ 万吨 第 ２ 位

金 ５ ０００ 吨 第 ３ 位

锰 ６．５ 亿吨 第 １ 位

钾盐 ６ 亿吨 第 ２ 位

铅 ９２０ 万吨 第 ３ 位

续表

地区 国家 矿种 储量 地位

南亚地区
印度

矿产

资源
５２ 亿吨 第 ５ 位

铅 ２６０ 万吨 第 ７ 位

钛铁矿 ８ ５００ 万吨 第 ３ 位

东南亚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

镍 ３１０ 万吨 第 ８ 位

铜 ７００ 万吨

铝土 ２．４２ 亿吨

铝土 １０ 亿吨 第 ６ 位

铜 ２ ５００ 万吨 第 ９ 位

金 ３ ０００ 吨 第 ７ 位

锡 ８０ 万吨 第 ２ 位

镍 ４５０ 万吨 第 ６ 位

锡 １７ 万吨 第 ８ 位

锡 ２５ 万吨 第 ７ 位

铝土 ２１ 亿吨 第 ４ 位

钛 １６０ 万吨 第 １１ 位

钨 ８．７ 万吨 第 ６ 位

　 　 资料来源：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５。

“一带一路”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且
矿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美国地

质调查局统计，在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的北亚、中
亚、南亚、东南亚共 １８ 个国家中，矿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超过 １０％以上的有 ８ 个国家，其中

２０％以上的有 ４ 个。 但是，由于受资金、技术、人
员、产业水平等影响，这些国家的矿业发展水平

较低，出口的矿产品仍以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为

主，处于整个矿业产业链的底端。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主要集

中在采矿、建筑、木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
近年来，基于采矿业需求日益上升的趋势，矿产

的可持续供应和生产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国家的矿产资源在

中国进口中占比大、且集中度高。 当前，中国铬

矿对外依存度为 ９７．４％，铁矿为 ７３．２％，镍矿为

７２．６％，铜矿为 ６５．７％。 集中度是指进口矿产来

５５

① 顾海旭、荣冬梅、刘伯恩：“‘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矿产

资源战略研究”，《当代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 期，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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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国的数量，数量越少，集中度越大。 目前，中
国 １ ／ ３ 的战略资源进口集中度超过 ８０％，如铝

土和镍的进口集中度约为 ９５％， 铁矿石为

９０％。① 不仅如此，从中国海关网主要进口大宗

商品数据来看，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煤矿进口依

存度为 ２０．７％，铝矿进口依存度为 ２３．６％，镍矿

进口依存度为 ２２．３％；对蒙古煤矿进口依存度为

８．４％，铜矿进口依存度为 １１．４％，锌矿进口依存

度为 ４．３％；对缅甸锡矿进口依存度为 ９７．２％；对
菲律宾镍矿进口依存度为 ７６．３％；对澳大利亚煤

矿进口依存度为 ４１． ３％，铁矿进口依存度为

５８．８％，铜矿进口依存度为 ８．１％，铝矿进口依存

度为 ４３．１％，镍矿进口依存度为 ０．４％，锌矿进口

依存度为 ３８．８％。② 这都促使中国不断寻求加

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矿业合作（见表 ３）。

表 ３　 部分中国企业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

国家矿产资源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地理位置

青山集团印尼镍铁

项目

包括镍矿开采、冶炼及销

售等，一期年产镍铁 ３０ 万

吨、不锈钢钢坯 １００ 万吨。

印尼

霸州新亚金属印尼

管带钢项目

扩建 ３５ 万吨镀锌带钢生

产线 和 ２０ 万 吨 钢 管 生

产线

印尼

南钢印尼棉兰钢铁

厂项目

１００ 万吨钢、铁、材生产规

模。 其中， 一期 ５０ 万吨

钢、铁材生产规模。

印尼

永诚铸业印尼力宝

钢铁项目

建设年产 ２００ 万吨钢铁

项目
印尼

新兴铸管集团印尼

镍铁项目

建设 ７６ 万吨镍铁基地，一

期建设年产 １９ 万吨矿热

炉生产线；二期建设年产

２６ 万吨高炉生产线和年

产 ３１ 万吨矿热炉生产线。

印尼

富海集团印尼钢铁

项目

计划建设 １ ０００ 万吨钢铁

产品生产能力
印尼

邢台德龙钢铁泰国

６０ 万吨热轧窄带钢

建设年产 ６０ 万吨热轧窄

带钢厂
泰国

中哈 １００ 万吨综合

钢厂项目

中冶集团、马钢与瑞士福

莱姆公司合资建设 １００ 万

吨 ／ 年综合钢厂。

哈萨克

斯坦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矿产资源丰

富，对引进外资合作开发本国矿产往往持积极

的政策立场。 中国必须借与“一带一路”国家合

作优化资源供应链，也有利于保障中国矿产资

源进口来源和规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

实与推进，其对中国对外经济版图的重塑作用

亦将逐渐显现。 中国的地缘经济发展战略与相

应的外交努力，将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矿业

开发合作、矿产贸易、矿产品深加工及分工方面

形成紧密的互利合作关系，并藉此实现矿业投

资区位与资源来源的多元化，以及提高在矿产

资源供应方面的抗风险能力。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矿产

资源合作的风险

　 　 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各类经济合作中，矿产资源合作风险较

高。 沿线区域资源外交受到政治、经济、国家安

全、生态环境、科技发展等因素深刻影响。 政治

因素涉及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决策，它们时

刻控制着资源市场的发展。 经济因素直接影响

资源市场的行情。 而安全、生态、科技等因素对

改变资源消费方式的作用都极其重要。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期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数量为 ３２ 个，占中

国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总数的 ２４．６％；在‘一带

一路’投资失败的项目金额达 ５６０．２ 亿美元，占
中国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金额的 ２３．７％”。③ 因

此，在这些国家进行矿业开发与合作也面临着

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 可将“一带一路”投资的

风险问题分为两个维度：首先是海外投资对发

展中国家基层生活影响的程度，其次是海外投

资产生的利益分配程度。 由于矿产资源开发合

６５

①

②
③

笔者根据中国海关 ２０１４ 年主要进口大宗商品数据整理，
中国海关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ｔａｂｉｄ ＝
９３６８。

同①。
王永中、李曦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

估”，《开放导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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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涉及征地和资源开采问题，与基层民众生活

相关程度较高，故而产生风险冲突的可能性也

较大（见表 ４）。

表 ４　 矿产属于利益分配程度低且当地

影响高的合作类型

影响程度低 影响程度高

利益分配程度低 风险一般
风险极高（例如矿

产开采）

利益分配程度高
风险一般（电站、新

能源投资、制造业）

短期风险较高（铁

路、高速公路）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Ｆｒａｓｅｒ）曾在 ２０１４ 年

对全球 １１２ 个国家和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进行

调查排名，发现“一带一路”国家除泰国（第 ５０
名）外，其他均在 ６０ 名之后，其中俄罗斯和蒙古

在 １００ 名左右。① ２０１４ 年，该智库发布的报告衡

量了 ２５ 个主要矿业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排名，
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国家均位列 １５ 名之后，投
资风险均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② 具体而言，
“一带一路”沿线矿业投资风险主要体现在：第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矿业发展水平较

低，而且相应的基础设施落后，若投资这些国家

的矿业开发项目，前期成本高昂。 第二，由于这

些国家的矿勘、测绘基础薄弱，在开发的技术性

风险上也存在不确定性。 第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不成熟，对矿业投资

与合作的形成存在诸多风险性因素：一方面，部
分国家政权轮替、政策变动的不可预测性较高，
且部分国家安全形势严峻，治安状况堪忧；另一

方面，部分国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暗流涌动，
导致矿业项目所在地的族群与地方势力的诉

求，尤其是当地与该国中央政府的关系等因素

容易引发社会风险。 由此，上述因素使得相关

合作项目发生政治、法律与政策、环境与社会等

风险的可能性较高。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行矿业投资与实施项目合作，需要考虑地缘政

治和大国博弈带来的政治与安全风险。 以上诸

多风险一旦发酵并最终爆发，会引发企业本身

的经济风险，造成投资和经营受挫。

２．１　 国内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东道国政府或社会

政局的不稳定或政策的不连续，给外国投资者

造成投资财产及其权益的损害或损失，从而导

致国际商业活动受到影响。 它具有强制性和突

发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海外投资者在政治风

险爆发时往往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减少投资损

失，甚至可能导致投资失败。 政治风险的具体

表现包括战争风险、国有化风险、征收风险、冻
结外国资产等。 在海外投资产生利益分配程度

角度而言，分配程度较低的矿产投资项目容易

被指责为官商勾结，纵容腐败，从而被某些势力

利用而搁浅。 此外，当前环境灾害也越来越同

政治博弈密切相关，特别是矿产业及其所需的

基础设施对部分敏感和脆弱地区河流系统仍存

在潜在的污染和威胁，这就成为政治博弈考虑

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缅甸政府中止中国参建的

密松电站到越南国内对中国投资该国铝土矿开

采的争论，再到印尼、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国内

不断发生且持续发酵的与中国土地与资源投资

项目相关的骚乱，都是中国对外资源类投资遭

遇政治风险的典型案例。 因此，海外矿业投资

应避开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恐怖主义活动猖獗

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投资之前做足外交功课，
与政府和地方势力提前达成政治共识。

２．２　 法律政策风险

由于矿山的投资和经营周期长，时间跨度

大，短则七八年，长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一

过程中难免经历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政策法

规的调整和改变等。 近十年来，由于矿产品价

格快速上涨，矿产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有

所抬头，这进一步增加了海外矿业投资的风险。
外来投资矿业的项目增加，引起了许多矿产资

源丰富的国家修改矿业相关法律，来提高资源

税收、限制矿产品出口、限定国有比例等等。 在

东南亚地区，２０１２ 年印度尼西亚通过修改矿业

７５

①

②

加拿大 Ｆｒａｓｅｒ 研究所资源研究数据库，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ｒａｓ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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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 ２０１４ 年开始全国禁止原矿的出口，相
关产品必须在本地进行深加工。 在中亚地区，
２００９ 年哈萨克斯坦通过了《哈萨克斯坦含量

法》，对采购商品和服务过程中本国商品和服务

所占的比重作出规定，还要求外国员工的数量

必须根据当地工人状况而逐渐减少，不仅如此，
哈萨克斯坦还可以借助强力部门的介入，攫取

外来合资 ／合作企业的控制权或支配权。 乌兹

别克斯坦 ２００２ 年后调高资源使用税率，导致很

多国家能源投资企业纷纷逃离乌兹别克斯坦，
并且以 ２０％的出口增值税取代原本的金属矿产

出口免税的政策。 俄罗斯《联邦矿产资源法》仍
然限制外资进入涉及战略矿产资源开发的矿业

项目，对矿产投资环境做出诸多限制。 蒙古矿

业相关法律则随着国内资源民族主义的发展而

不断调整。 这种可能的法律变更所造成的风险

就要求企业在投资前对该国家和项目所在地进

行充分的调查，真正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

关于投资、劳工、环保、税收等各方面的产业政

策，当产生纠纷时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

利益，避免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２０１１ 年，因
印尼原矿石出口法律的调整，印尼在中国铝土

矿进口的比例从约 ７３％ 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４．２％。①

２．３　 矿产民族主义

矿产民族主义即所谓“经济的资源民族主

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通常出现

在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家，基本目标是纠正

矿产资源价值分配中的不公平或不平衡问题，
推动全球矿产价值分配朝着对资源国有利的方

向发展。 哈萨克斯坦是比较典型的经济资源民

族主义政府，具体表现在 ２００８ 年曾宣布停止使

用资源产量分成协议，以及此后哈萨克斯坦借

口环境政策和项目开发，为哈萨克斯坦国家石

油公司（ＫＭＧ）在卡沙甘油田中获得了更多股

权。 哈萨克斯坦政府大力推行“哈萨克斯坦含

量”战略，着力提高哈萨克斯坦的国产化比例；
为使外国公司服从本国要求，修改矿物使用法

和环保法；在矿产和地下资源及其利用法中引

入“集权”概念，规定在从事地下资源开发利用

的企业中，如果其外资或民营股东拥有的股份

（或资本金）比例可能或已经威胁哈经济安全，
或者他们拥有的股本（或资本金）比例（单独或

共同）达到足以独立做出经营决策的程度，即被

视作“集权”。 此时，哈萨克斯坦政府相关机构

有权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为由，拒绝向地下资

源开发利用者签发转让（部分或全部）开采或使

用权许可；当地下资源开发利用者转让或出售

其股份或开采使用权时，国家在同等条件下享

有优先购买权。 在排挤西方能源势力的同时，
哈萨克斯坦也不向俄罗斯让步，还引进了其他

国家企业来制衡西方和俄罗斯对本国资源的主

导影响。 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输出多元化战略已

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中石油通过收购哈萨克

斯坦曼吉斯套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份，反过来

提高了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多元化。 印度尼西亚

议会通过新的煤炭和矿业法，同时不允许任何

金属采矿企业出口金属矿石，必须在本地区加

工。 例如，２０１１ 年中国铝矿全年进口 ４ ８８４ 万

吨，其中进口总量前三位国家是：印度尼西亚

（３ ５５５ 万吨），澳大利亚（８４０ 万吨）和印度（６２
万吨）。 然而到了 ２０１４ 年，虽然中国铝矿全年

进口增加到 ３ ６２８ 万吨，但是澳大利亚已经超过

印度尼西亚成为中国铝矿进口最多的国家（１
５６５ 万吨），印尼成为中国第二大铝矿进口地区

（８５６ 万吨），减少了近 ４ ／ ５。 印度（５１３ 万吨）和
马来西亚（３２６ 万吨）成为中国铝矿进口总量第

三位和第四位的国家。②

２．４　 大国博弈产生的地缘政治风险

中国进口战略资源主要通过三条海洋运输

线路：西线经过太平洋、大西洋线路；南线朝向

大洋洲方向；东线经过太平洋、美洲、大西洋。
总的来看，中国的战略性矿产资源进口渠道还

是相对单一，其中印度洋航线承担了中国大部

８５

①

②

笔者根据中国海关 ２０１６ 年主要进口大宗商品数据整理，
中国海关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ｔａｂｉｄ ＝ ９３６８。

笔者根据中国海关 ２０１４ 年主要进口大宗商品数据整理，
中国海关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ｔａｂｉｄ ＝ ９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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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进口石油的运输任务，资源运输通道的风险

敏感性较高。
一方面，主要大国一直在对印度洋航运要

冲区域进行地缘竞争。 “一带一路”沿线开发导

致沿线资源国家或资源运输通道的地缘政治地

位发生改变①，特别是美国自战后以来的地缘战

略均强调对全球能源运输和重要海上战略通道

的控制，对中国的资源运输通道安全造成隐忧。
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

等境内外“三股力量”对于“一带一路”的威胁

日益严峻，成为区域内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三处

面临的安全威胁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航

道安全风险日益凸显；还有区域一体化压力以

及走私毒品、偷越国境、跨国经济犯罪等跨国有

组织犯罪②。
另一方面，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许多合作并

没有充分考虑到其国内的政权和政策变动，这
种合作模式本身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许多关

注中国发展合作及中国海外投资关系的文献

对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多。 这个

标签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定义，而是被中国官方

在海外和国内都广泛且恰当应用的一个概念。
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中国与传统的发展观念相

对，传统的发展观念是基于大多数欧洲和北美

的发达工业经济体（全球北方）和发展中“全

球南方”之间的新殖民关系的。 中国模式目的

在于通过强调南南合作、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

的互利、不干涉内政和无条件援助等原则，即
至少在治理层面不要求援助同中国的设备、技
术以及劳动力相捆绑。 这个模式反映了中国

自己的历史发展经验，基于有力的中央政府和

其与资本投资通过相对没有限制的市场机制

的相互合作。 然而，在实践中，中国模式还包

括了许多其他问题，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其与自

然资源开采的关系。 正如高特（Ｍｅｌ Ｇｕｒｔｏｖ）认
为，对中国来说，其所玩的“游戏的名字是通过

全面的经济外交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

工业资源，北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走出去’战
略背后的驱动因素是积累自然资源。” ③这一

说法同样可见于莫约（ Ｄａｍｂｉｓａ Ｍｏｙｏ）所著的

《赢者通吃：中国的资源竞赛及其对我们意味

着什 么 》 和 （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 与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ｖｉ）所著的《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如何在变化

的世界中寻求资源》④。 受到美国的极力拉拢，
中国的部分周边国家在对华进行资源合作时提

高了门槛，如通过美国的立法援助，蒙古国《外
国投资战略领域协调法》规定限制矿产企业的

外国投资比例超过 ４９％（或者投资额超过 １ ０００
亿图格里克蒙古货币）。

三、以积极的资源外交应对

资源合作风险

“一带一路”共建倡议给中国资源外交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必然大幅提升资源外交合作

的需求，中国积极的资源外交面临新的战略机

遇。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合作开发过程

中，中国对两种权力资源———物质实力和国际

权威的综合运用是维护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最

优战略。 运用物质实力追求“资源自立”，即一

国或地区为保障资源安全，其首选方案是提高

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并控制资源产地和供应通

道。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逐渐建立起矿产

资源治理体系，包括贸易原则和定价机制、生产

标准和信息采集系统。 在全球范围内，从资源

勘探、资源占有以及资源开采、贸易、物流、加
工、技术开发、金融服务等整个价值链条出发考

虑战略定位和综合效益，通过培育大跨国公司

参与全球资源治理来提升对全球矿产资源的影

响力、控制力和话语权。

９５

①

②

③

④

周平：“‘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及其管控”，《探
索与争鸣》，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８３ 页。

刘海权：“‘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７２ 页。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ｕｔｔｅｎ， Ｆｒａｎｓ－Ｐａｕｌ， Ｍｅｉｊｎｄｅｒｓ， Ｍｉｎ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 ２０１５，
ｐｐ．２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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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进行的海关数据统计，２０１７ 年中

国进口煤矿 １．８７ 亿吨 ，铁矿 １０．６ 亿吨 ，铜矿

１ ３６２ 万吨 ，铝矿 ７ ３００ 万吨；２０１６ 年中国进口

煤矿 １．８３ 亿吨，铁矿 １０．２ 亿吨，铜矿 １ ６９６ 万

吨，铝矿 ５ １７８ 万吨；而 ２０１５ 年的数字分别是煤

矿 １．５５８ 亿吨，铁矿 ９．５３ 亿吨，铜矿 １ ３２９ 万吨，
铝矿 ５ ５８２ 万吨。 除铝矿以外，其他矿种都有较

大增长。 中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仍居高不

下，矿产资源安全应予以持续重视。① 在此背景

下，资源外交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矿产资源合作至为重要，中国的地缘经济发展

战略与相应的外交努力，将推动中国与沿线国

家在矿业开发合作、矿产贸易、矿产品深加工

及分工方面形成紧密的互利合作关系，并藉此

实现矿业投资区位与资源来源的多元化，以及

提高在矿产资源供应方面的抗风险能力。 中

国尤其需通过制定协调机制、贸易机制、战略

性资源安全预警评估机制、项目合作机制②、提
升我国在资源金融上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运

作能力，这其中需要对自身的资源优势、地缘

优势和外交优势充分认识，进而以国家利益为

核心，灵活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资源战略

外交。
首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实施资源外

交目标应是建立和维护沿线国家中各种实体之

间的关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谋求各

方利益平衡。 第一，参与人员方面，从事“一带

一路”沿线资源外交事务的人员，可以是本国的

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官，也可以是相关资源的

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甚至是商业公司的决策

者。 他们围绕国家对外资源政策的目标参加外

交活动。 从本国外交代表机构中的外交官和工

作人员，到相关政府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
甚至是各类相关公司的决策者，都可以从事“一
带一路”沿线资源外交的相关工作。 第二，在关

注对象方面，“一带一路”沿线资源外交关注的

资源种类主要有传统的化石燃料（石油、天然

气、煤炭等），大宗矿产产品（铁矿石、有色金属

矿石等）以及稀有金属等战略资源。 第二，在工

作对象方面，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具有战

略性的能源资源种类，从石油、天然气到铁矿

石、有色金属矿石和稀有金属矿石等。 第三，在
合作方式方面，既包括双边合作也存在多边合

作，如与欧佩克、国际能源机构等方面的合作。
第四，在战略筹划方面，应重点考虑如何结合全

球经济、资源和环境综合形势和国内经济的“新
常态”，加快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

资源合作，藉此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

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提高矿产资源的全球综

合获益能力，促进中国的资源产业发展并形成

与沿线国家在矿业方面紧密的产业分工合作

关系。
其次，中国需优化资源外交的战略布局。

一方面，由于中亚、东南亚乃至澳大利亚是中

国主要的战略矿产进口地，因此，需在这一地

区强化大周边矿产资源战略。 此外，中国还需

积极主动在该领域塑造良好形象。 一方面，通
过积极开展能源方面的公共外交，促进同主要

能源消费国、能源投资国等的交流，打消它们

对于中国在能源资源领域投资、贸易和收购等

正常商业行为的猜疑与顾虑，努力为“一带一

路”在能源资源合作方面的推进营造一个良好

的气氛。 同时，加紧在该领域的制度建设，建
立健全民间对话机制，也要规范中国企业和公

民等在该地区的商业活动，建立良好的合作机

制。 此外，中国还需积极主动在该领域塑造良

好形象。 一方面，通过积极开展能源方面的公

共外交，促进同主要能源消费国、能源投资国

等的交流，打消它们对于中国在能源资源领域

投资、贸易和收购等正常商业行为的猜疑与顾

虑，努力为“一带一路”在能源资源合作方面的

推进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同时，加紧在该领

域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间对话机制，也要

规范中国企业和公民等在该地区的商业活动，
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与

政治友好关系国开展战略矿产资源合作，如在

０６

①

②

笔者根据中国海关 ２０１７ 年主要进口大宗商品数据整理，
中国海关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ｔａｂｉｄ ＝ ９３６８。

汪莹：“‘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
的合作策略”，《国际贸易》，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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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矿产

资源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可在金砖国家、上海

合作组织等多边以及双边层面不断丰富战略

矿产资源合作。 还要同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的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
另一方面，中国应当积极利用自身的外交资

源，努力用好已有的多边和双边外交平台，为
推动资源外交战略布局优化升级服务。 中国

可以积极利用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等

较为成熟的国际组织平台，以此为媒介，开展

资源外交工作。 可借助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等国际机制，主动提供公共产品，积极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推
动在多边平台上的经济合作，从而为中国在该

地区资源战略布局提供优质的环境。 双边领

域，中国可以依托上述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
积极发展同其中友好国家的矿产资源合作，深
化合作项目，丰富合作内涵，为中国资源外交

总体战略布局服务。
最后是构建保障跨国资源合作的国际制度

与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成为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①。
第一，中国加速融入全球资源治理体系，联合

发展中大国等在资源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

作用，在《国际能源宪章》、国际能源署以及二

十国集团等主要治理机制取得话语权，运用国

际制度的力量推动全球资源治理。 第二，应当

加强矿产资源合作制度建设，更好地维护中国

海外资源利益。 矿产资源和能源问题具有全

球性，面对这些问题时，各国选择建立多样的

跨国合作机制共同解决问题，应对危机。 在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现有的治理手段更多基

于专项领域的声明宣言和地区合作机制，如
《“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声

明》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
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等宣言以及上海合

作组织、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等合作平台。 中国

应当进一步积极主动地融入现有的能源和资

源治理机制，在大周边战略指引下，争取更大

的主动权，同时主动建构相关的治理机制，发
挥更为积极的引领作用。 第三，中国可以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制定国际资源发展

合作，短期内以推进区域资源市场和天然气互

联为重点，中长期则形成以“一带一路”资源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

区减少液化天然气等资源的目的地消费条款、
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资源供应多元化。
第四，可推动落实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源贸易规

定承诺，通过联合国体系努力维护全球战略资

源投资的良好政治和法律环境，努力争取国际

资源贸易、价格、机制、规则等方面的倡议权和

话语权。 此外还需加强战略性资源交流对话

平台。 加强上海合作组织、ＡＰＥＣ 部长会议、东
盟＋中国部长、中非合作论坛等在资源合作领

域的积极作用。 第五，我国需加强参与全球资

源金融治理，提升中国资源金融的国际竞争

力，鼓励中国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在“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资源基础建设中应用金融杠杆工

具。 西方金融资本通过对战略性资源期货产

品的投机交易，影响价格走势，获取高额利润，
并大幅度挤压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 我国应

当加快放松战略性资源进口管制、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建立战略性资源的国际金融支持体

系。 中国已经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区域多边开发

金融机构，相关金融机构和“一带一路”建设密

切相关，国家可以加强统筹协调，借鉴各国政

策性金融机构支持战略资源海外投资的成功

经验，明确思路，制定清晰的战略规划，进一步

明晰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引导作用，将不同机构、不同产品的功能整合

起来，形成合力，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战略

资源投资和金融机制建设的协同发展。 第六

是推进“一带一路”国家地质调查机构合作，推
动资源勘探机构全方位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１６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人民日

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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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国可以将战略资源信息合作机制与“一

带一路”等建设衔接起来，推动短期内取得具

体成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信息合作

可以直接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等项目

服务，中国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信息

领域与国际能源署、世界银行进行优势互补，
形成跨区域、跨领域的“一带一路”资源信息网

络。 通过援助矿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

升矿业管理水平、建立矿工健康、矿山与环境

安全的国际标准，并在污水处理、矿区复垦等

领域给予发展中国家资助，促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战略资源发展。

综上所述，尽管存在上述风险，然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矿产资源丰富，对引进外资

合作开发本国矿产往往持积极的政策立场。 中

国借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优化资源供应链，
也有利于保障中国矿产资源进口来源和规模，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与推进，其对中国

对外经济版图的重塑作用亦将逐渐显现。 中国

的地缘经济发展战略与相应的外交努力，将推

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矿业开发合作、矿产贸易、
矿产品深加工及分工方面形成紧密的互利合作

关系，并藉此实现矿业投资区位与资源来源的

多元化，以及提高在矿产资源供应方面的抗风

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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